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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究學校輔導教師在關係霸凌事件中的輔導困境與策略。透過團體訪談，共有 27位專兼任
輔導教師參與，包含 22位女性、5位男性，平均年齡 34.5歲，教學年資 8.31年，而平均輔導年
資則為 5.59年。資料收集階段共進行 5次團體訪談，每次團體約為 2.5∼ 3小時。資料分析採用
模板主題分析進行，運用第一次逐字稿建立初步分類系統，再將資料進行分類並視需要增建或修

改分類系統。研究結果：輔導教師主要的困境包括（1）關係辨識困境，何謂關係霸凌難以定義，
而受害者與加害者互為霸凌循環也讓辨識困難；（2）個別輔導困境包括受害者質疑與擔心被輔導、
加害者否認與抗拒輔導等；而（3）系統合作困境則包括合作導師的輔導知能與抗拒合作、以及家
長情緒涉入過深導致事件的複雜化等議題。在輔導策略部分，輔導教師多採用個別輔導與系統合

作雙管齊下的多元介入輔導策略。首先，輔導教師需要擱置辨識、接納關係流動特性，其次，在

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個別輔導工作中，同理尊重當事人主觀感受，將焦點放在修復人際關係與發展

關係能力；而在系統合作中，則直接入班進行旁觀者輔導及導師或家長等重要他人系統合作諮詢，

以營造有利於人際修復與關係發展的人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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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霸凌的現象普遍存在於學校的同儕互動中，研究發現國中時期關係霸凌有增加的趨勢
（Weyns et al., 2017）。一項針對 11,561位 3到 8年級學生所做的大型調查顯示，41%∼ 48%
的女生以及 31%∼ 42%的男生自陳在過去 30天當中曾經受到關係霸凌的狀況（Nishioka et al., 
2011），且研究發現關係霸凌所造成的情緒傷害與壓力不亞於肢體攻擊，涉入關係霸凌的當事人，
無論是加害者、受害者或旁觀者均產生顯著的社會和心理適應問題，包括被同儕拒絕、孤單、憂鬱
與疏離等等（Crick & Grotpeter, 1995; Crick et al., 2006; Galen & Underwood, 1997），而青少年的憂
鬱情緒與日後的偏差行為之間具有正相關存在（賴慧敏等人，2017）。此外，在沒有介入輔導的
狀況下，早年受到關係霸凌的學童，青少年時期也可能持續受害（Björkqvist et al., 1992; Werner & 
Hill, 2010）。
對於關係霸凌的定義，許多研究者曾依據其特性，採取關係攻擊（relational aggression，例如

Crick & Grotpeter, 1995; Crick et al., 2006）、非直接攻擊（indirect aggression; Björkqvist et al., 1992）
或社交攻擊（social aggression; Cairns et al., 1989）等關鍵詞加以研究。Björkqvist（2001）認為上述
三者關鍵詞雖有不同，但研究的現象並無二致。Rodkin等人（2015）也認為關係霸凌必然包括關係
攻擊，兩者具有密切的關係，在研究和實務上也難以做區分。此外，Hershcovis（2011）運用後設
分析發現，衝突、攻擊和霸凌三項概念是彼此重疊的，此三者與工作滿意、生理和心理健康、情感
承諾等變項均呈現並無二致的負相關。因此，本研究融合以上特性，定義關係霸凌為涉及運用關係、
非直接或操弄社交行為或社交網路，來排擠或孤立某個人的攻擊行為，涉入的雙方具有勢力的差異，
且行為持續一段時間。 以下整理關係霸凌的影響因素 ,以及輔導策略和困境之文獻探究。

（一）關係霸凌的影響因素

1. 個人與家庭因素

研究發現關係霸凌的受害者呈現較多內向性問題，較難表達生氣的情緒，也較容易衝動，這讓
他們容易成為被攻擊的目標（Crick et al., 2006; Galen & Underwood, 1997）。也有研究發現，關係
霸凌的加害者在社會訊息處理的能力較為受損，容易視中立的社會情境具有敵意，遇到衝突也容易
採用較具攻擊性的解決策略（Leff et al., 2010）。
研究發現同儕團體外的關係霸凌，對團體內的友誼有加分作用。例如，與朋友一起背後說他

人壞話（gossip）的行為具有促進友誼親密程度的效果、散播謠言和排擠可以確認團體歸屬感並
形成聯盟（Owens et al., 2000; Underwood, 2003）。有些研究發現加害者擁有較多朋友（Burr et al., 
2005），但也同理心較低（Björkqvist et al., 2000）。另外，林苡彤與程景琳（2010）針對 964位我
國國中生的研究卻顯示加害者與未涉入事件的學生並無顯著差異，反而關係受害者同理心得分較
高、對關係霸凌信念的認同程度也較高，同時較容易採取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策略。程景琳（2010）
探究從社交計量受歡迎度與同儕知覺受歡迎度（班上喜歡的人 vs. 班上人緣好的人）與關係攻擊的
關係，結果發現班上受同儕喜歡的程度與其呈現關係攻擊行為有負相關，然而同儕知覺受歡迎、人
緣較佳的人反而呈現較高的關係攻擊行為。此外，因不受同學喜愛所引發的關係攻擊傾向，女生較
男生來得強。
針對關係霸凌兒童的家庭研究顯示，比起一般兒童，受到父母不當對待的兒童顯著呈現較高的

關係霸凌，且不當對待的形式與孩子對同儕的攻擊形式有關（Cullerton-Sen et al., 2008）。手足之間
有關係霸凌的情形時，兒童在學校也容易有這類行為（Ostrov et al., 2006）。而親職與青少年關係
霸凌與利社會行為的關係，例如嚴厲的親職教養與兒童關係霸凌有關，父母慣於使用心理控制的伎
倆，例如愛的撤離、負面情感負載的表達方式、過多的佔有慾，都與關係霸凌的策略有關，會讓孩
子在人際相處中容易使用關係霸凌的策略（Kokkinos & Voulgaridou, 2017）。

2. 學校氣氛因素

在霸凌的研究領域中，學校氣氛與學校連結等學校因素相關密切，然而 Elsaesser等人（2013）
的研究發現學校氣氛、師生連結等學校因素與關係霸凌的相關不明顯，然而個人相信攻擊是解決問
題的信念與對學校安全的知覺則與關係霸凌的相關最高；Werner與 Hill（2010）也發現學生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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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的接受度較高時，也會傾向於運用關係攻擊行為處理爭端。
Unnever 與 Cornell（2004）發現受害者如果感覺教師容忍霸凌行為，他們不會想要尋求教師的

協助。教師班級管理與關係霸凌發生率有關，當班規結構清楚、明訂禁止欺凌行為，且教師情緒
支持度較高時，會降低負面的同儕互動與示範正向關係技巧，因此班級發生關係霸凌的比率較低
（Luckner & Pianta, 2011; Onishi et al., 2011）。而Weyns等人（2017）的研究指出較常使用讚賞、
善於提供學生情緒支持的教師，班級發生關係霸凌的比率較低，而教師較常使用指責的管教策略時，
班級發生關係霸凌的比率較高。

（二）關係霸凌的輔導策略與困境

1. 關係霸凌的發展性預防輔導工作

對於關係霸凌的預防輔導工作，文獻中運用全校性／班級性的反霸凌預防輔導方案最為普遍，
也獲致較好的成效（Bauman, 2008）。Merrell等人（2006）回顧歷年來關係霸凌的文獻，他們發現
沒有證據顯示直接以關係霸凌作為介入焦點能產生有意義的改變，比較好的方法是協助發展辨識和
情緒管理技巧、對他人的關心、負責任的決定能力、正向的人際關係、以及有效處理挑戰性情境的
能力。Leff等人（2010）針對以班級或團體為單位的 16項關係霸凌方案成效研究進行回顧檢視，
在這些方案中，其中 5項為幼稚園階段，其餘 11項為中小學研究；多數沒有依據性別區分，但有
兩項方案僅針對女性進行研究。結果顯示這些方案的介入多有助於降低關係霸凌的發生、降低敵意
歸因及孤獨感、增進利他的社會行為、情緒調節能力以及解決社交情境問題的能力等等。他們建議
使用關係霸凌方案需要考慮發展性、多元文化、性別和脈絡等多項因素；而針對較高年級的孩子，
他們也建議納入系統取向，例如加入家長的參與。

2. 介入性輔導策略與困境

粘絢雯與程景琳（2010）的研究發現，第一線教師如能同時針對班級同學等同儕進行輔導的介
入效果，會優於僅針對加害人進行處罰。邱珍婉（2001）的調查則發現，教師具備對欺凌者與受害
者特性的初步認知，在策略上採取釐清事件發生始末為最多、再則與家長做聯繫、其次是處罰或警
告欺凌者。然而，邱珍琬與張麗麗（2012）的研究卻又顯示，小學教師無法分辨霸凌與非霸凌行為，
而當教師辨識情境能力不足而造成誤判時，容易誤判霸凌為較不嚴重，因此也較不會介入。研究也
發現雖然多數學生仍希望教師主動介入霸凌情境（Crothers et al., 2006）；然發現霸凌受害者多不會
主動跟父母或師長求助，包括不相信求助能解決問題、不認為可以獲得支持、或害怕被笑、被懷疑、
或事情變得更糟；同時，受訪者也反映老師的處遇讓他們感到被否認（毛湘茹、簡美華，2013；蔡
秀玲、鄧文章，2019）。黃培淇（2019）也發現國中教師對學生關係霸凌的知覺、辨識與介入輔導
不足，且受到和諧忍讓的人際關係文化、咎責的霸凌防制政策、學校氣氛、教師間與親師間的合作
氣氛等環境因素影響。
學校輔導人員可以在關係霸凌的介入與輔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Bauman與 Rigby（2006）發

現國中小學校諮商師比較會與受害者及其重要他人工作，也較不容易採用懲罰的方式對待霸凌者。
Bauman等人（2008）的網路調查顯示教師常用的輔導策略仍以管教為主，轉介輔導人員並非優先
的選項。李英姿（2018）分析自身案例揭示處理霸凌事件的困境與策略，處遇困境包括霸凌者一再
重複霸凌行為，家長質疑教師班級經營與學校處遇、威脅訴諸媒體、投訴縣市政府與民意代表等等
是最大困境，而學校則窮盡可行的輔導策略，包括個別輔導、校內外系統合作、引進警政資源、重
新編班調整霸凌者班級等策略，事件才逐漸獲得改善。江宛真（2019）訪談三位國中專輔教師，發
現霸凌事件的輔導困境包含輔師個人的多重角色衝突、教師缺乏霸凌知能與家長親職功能不彰等因
素，各困境間互相關聯牽制，以至於影響輔導成效。然而王承諺與李明憲（2018）發現，雖然輔師
常在霸凌事件發生時實施班級輔導，然而教材內容偏重霸凌辨識、法令或同理心等預防性輔導內容
而非針對事件進行處遇，並發現國內缺乏以處遇為主的霸凌防制課程。
在介入輔導策略部分，張玉珊與程景琳（2014）針對 12名關係受害者的小團體輔導研究顯示，

實驗組成員除了消極人際信念有追蹤輔導效果之外，其餘人際衝突、孤寂感與情緒等各層面均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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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輔導或追蹤輔導效果。曾婉雅與張高賓（2011）針對 20名因被霸凌而致憂鬱之青少年進行現實
治療團體，結果顯示團體對於青少年的憂鬱煩躁情緒、無望感、自尊與認知功能及人際問題有立即
性的輔導效果。張曉佩（2013）深入探究一位遭受霸凌經驗國中生的諮商歷程，結果發現諮商輔導
人員的真誠關心與深度同理，諮商歷程中的平等關係、協助當事人清楚自身的意圖與感受、提升其
自我控制感，並倡導系統的改變，是促使當事人改變以自我傷害做為因應模式的關鍵因素。 
針對霸凌者的諮商輔導方面，陳祥美等人（2018）建議善用「修復性正義」在校園霸凌事件的

防制與輔導管教上，比起懲罰錯誤，更應關心如何修補已經造成的傷害與未來的關係，在事件中促
進犯錯學生針對錯誤行為所造成的傷害進行彌補，並鼓勵積極地承擔責任。施俊良等人（2017）訪
談四位輔導人員，他們均肯定運用修復性正義介入霸凌事件，加上合宜諮商輔導技巧，可以收到良
好的效果。邱獻輝（2012b）認為霸凌行為滿足霸凌者的心理需求，因此少有需求接受諮商輔導的
介入，此時需要在校規中將矯正諮商納入規範的選項。他訪談 10位具有在校園中輔導霸凌者經驗
的諮商輔導相關人員，結果發現是項工作的挑戰包括霸凌者抗拒諮商也難以建立關係、部分教師輔
導霸凌者的知能不足、行政主管息事寧人或要求短期成效等等問題，而諮商霸凌者的專業突破在於
深度理解霸凌的心理機制，協助案主覺察行為的需求與替代性滿足之道，兼之長期真誠與深切的陪
伴，如此較能克服霸凌者諮商的挑戰（邱獻輝，2012a）。
與家長和導師的雙師合作是系統化介入輔導的工作重點，也是專業輔導教師被期待的校園輔導

工作內涵（杜淑芬，2013）。邱獻輝（2012b）建議在諮商霸凌者時，邀請家長與教師的合作，共
同監控霸凌行為，而提供有效能的家長與教師諮詢，也是輔導霸凌者過程中有效突破困境的行動。
杜淑芬（2018）以心理師身份，提供一位初任教師十週五次的諮詢，透過協助教師發展正向輔導策
略的介入，有效幫助在班級中疑似被霸凌當事人發展融入班級的人際技巧並緩和班級氣氛。另外，
林淑君（2018）以專業輔導人員的角色介入班級人際衝突問題的解決，與導師合作「量身打造」可
以滿足班級需求、並解決班級問題的輔導活動，如此有效地提升班級凝聚力並建立正向氣氛。兩位
研究者雖然介入的形式不同，但均透過輔導人員與教師的雙師合作，有效地發展正向的班級輔導策
略與營造正向的班級氣氛。
我國教育當局對校園霸凌議題相當重視，2012年完成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的立法，將霸凌行為

納入強制通報，以確保校園的安全，其中亦將間接攻擊的關係霸凌行為納入。研究者以為，雖然建
立從上而下的反霸凌政策有助於提高學校教職員的覺察與認識，也可能有助於降低校園霸凌的發生
率，但是學校教育與輔導人員積極介入霸凌的防治和輔導，才能真正營造友善的校園環境（Bauman, 
2008）。從上述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影響關係霸凌的個人與家庭因素相當多元，而對學校影響因素的
探究則一再發現：教師對於班級的管理、對學生的正向鼓勵、讚賞、與情緒支持等，都與關係霸凌
的發生有著密切的關係（Luckner & Pianta, 2011; Onishi et al., 2011; Unnever & Cornell, 2004; Weynes 
et al., 2011）。而在關係霸凌的介入輔導部分，國外多以全校性或班級性的預防輔導方案為主，強
調同理利社會行為的發展、情緒管理與發展社交技巧（Leff et al., 2010; Merrell et al., 2006）；而國
內霸凌輔導相關研究參與者人數相當有限（例如：李英姿，2018；張玉珊、程景琳，2014；張曉佩，
2013；蔡秀玲、鄧文章，2019等等），也多數不是依據關係霸凌事件進行探究。鑑於國中時期是關
係霸凌發生頻率最高的階段（Weynes et al., 2017），而關係霸凌的性質在霸凌的分類中亦有其非直
接與操弄社交關係的獨特性；是故，本研究特別想要探究學校輔導教師處理這類關係霸凌事件的輔
導策略與困境；並期待透過這項研究，對於目前校園中的輔導教師面對關係霸凌的介入輔導策略，
以及他們在介入輔導時所遇到的困境有所瞭解，藉以深化學校霸凌輔導的本土化知識，協助學校輔
導工作的專業化更上層樓。

方法

（一）質性研究取向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來探究學校輔導教師（以下簡稱輔師）處理關係霸凌事件的經驗。
Maxwell（2012）認為質性研究特別適用於了解非預期事件及其影響、事件參與者的意義與觀點、
事件與脈絡的關係、貼近行動與歷程的經驗、或探究當事人對於行動的詮釋。同樣的，本研究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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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輔導教師在學校這個場域脈絡中，當他們遇到學生霸凌這個非預期事件時，他們如何與「關係
霸凌」這個符號互動？在輔導歷程中，他們的輔導行動策略與意義為何？在進行輔導工作中遇到了
什麼困境？此外，研究者擔任心理師多年，接觸許多關係霸凌的案例，在經驗中發現每個學校基於
在地性文化的差異，每個事件、每個輔導人員對於事件的處遇均有特殊性，因此本研究採用建構主
義的典範（潘慧玲，2003），期待盡可能蒐集來自不同學校、同一學校專兼輔教師、以及不同案例
的經驗，藉以建構出學校輔導人員進行關係霸凌輔導的困境與策略經驗。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參與者為 27位具備輔導專長教師且均有過處理關係霸凌經驗的桃園市學校專兼任輔導
教師（以下簡稱輔師），包含女性 22位，男性則為 5位；其中 13位現職為專任輔導教師、14位目
前擔任或曾任兼任輔導教師。全體參與教師的平均年齡為 34.5歲，平均教學年資 8.31年，而平均
輔導年資則為 5.59年。全體輔師均有處理關係霸凌事件的經驗，其中平均處理 1次者佔 11.1%，2
次者佔 18.9%，3次者約佔 51.8%，而處理 4次以上者約為 14.8%。
本研究透過兩種管道招募自願性受訪者，一種是行文各校招募受訪者，一種是透過研究者的人

際網絡進行邀訪；除了第二次係透過研究者人際網絡，取得一所大型都會學校專兼輔教師共 9位參
與之外，其餘四次團體 17人係透過行文各校募集來自各市區與鄉鎮學校的自願受訪者，在研究者
所在學校會議室舉行團體訪談，如此共舉行五次團體訪談。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想要運用焦點訪談的方式，以團體的形式邀請曾經輔導過霸凌事件當事人的教師從事件
談起，從一個個霸凌事件輔導的經驗中，了解輔師的輔導策略與困境。本研究由第一研究者自任團
體的主持人，負責引導團體的進行，研究者／主持人具備諮商心理學博士與 10年以上的質性與霸
凌研究相關訓練，曾主持團體訪談之相關研究，長期關注學校霸凌輔導的相關議題。在團體訪談進
行時，主持人說明研究計畫後，即邀請參與者針對議題進行討論。訪談大綱的編製，係參考研究目
標與文獻草擬訪談大綱，並邀請四位專家進行審核，包括與具有學校輔導與質性研究經驗之一位博
士級學者、兩位諮商心理師與一位輔導主任；接著，第一研究者先針對志願參與的七名碩班研究生
進行先導性團體訪談，收集學生對訪談問題的看法和經驗，試訪後發現以一件印象深刻的霸凌事件
作為分享的起點，較有助於輔導策略和困境的具體化。因此，乃決定以下訪談大綱。大綱內容包括
（1）關係霸凌的輔導經驗：請您分享一個自身輔導關係霸凌事件的經驗。（2）在這個事件中，您
如何辨識或確認是關係霸凌？從哪些資訊中判斷？（3）針對該事件中的當事人，受害者、加害者、
或旁觀者，您使用了哪些輔導策略？包括個別的或是系統的合作策略等等。（4）在輔導進行過程中，
您感受到的困境為何？又如何突破困境？
運用團體訪談的優勢在於成員間互相激盪，可以產出更多元的訪談內容與觀點（章美英、許麗

齡，2006），然而本研究發現在訪談過程中，每次訪談的經驗隨著參與者的經驗不同，往往帶出不
同的訪談焦點，有的團體聚焦在受害者或加害者，有的聚焦在家長或導師的困境與因應策略；在討
論時，困境和策略常是交錯進行的，有時候困境被呈現出來時，另一位參與者會提出他常用的因應
策略；有些時候參與者提出策略後，成員又提出困境。主持人在過程中盡可能遵循訪談原則，營造
安全、不批判的氣氛，讓成員可以自在的思考與表達，以獲取最為真實的意見與反應（章美英、許
麗齡，2006）。如此共進行五次團體訪談，每次團體大約歷時 2∼ 3小時不等，訪談歷程在參與者
的同意下全程錄音。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由研究者和兩位助理研究員協同進行。第一位助理研究員為大學相關科系畢
業，全程參與團體訪談與資料分析；第二位為協同分析員，具諮商心理師證照與霸凌輔導實務經驗，
曾參與質性研究工作。本研究依據 Brooks等人（2015）所建議的模版式分析（template analysis）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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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進行；模板分析是種主題分析，但在歷程中較為彈性開放的允許資料與分析架構對話，通常由研
究者先從資料中產生一套暫行的預建分類系統，然後半開放地對文字資料進行歸類，視需要時再調
整分類系統，並完成資料分類的歷程。具體分析程序如次：

1. 編碼與語意摘述

在資料分析以前，先將焦點訪談的錄音資料整理成逐字稿，接著將對話予以編碼並摘述語意。
每筆資料採用三段式編碼「教師 -團體訪談場次 -對話欄位」，例如T05-1-121代表編號第五位輔師，
第一次團體訪談，第 121欄位。

2. 建立初步分類系統，進行資料分類

三位分析者先依據第一次團體訪談建立初步分類系統，此時分類包括輔導困境與策略兩大主類
別，在兩大主類別之下，均可以找出關係辨識、個別輔導（受害者、加害者、其他）、與系統合作（導
師、家長、其他）等次類別與子類別。接著，兩位助理研究員先針對第一次團體訪談稿進行分類，
初步 Kappa編碼一致性係數為 .65，經過主持人檢覈、討論差異、建立共識之後，Kappa編碼一致
性分析係數達到 .84（p < .01）。接著由兩位助理研究員分別進行資料分類，完成後再進行交叉檢核，
最後由研究者進行覆核與針對差異進行討論，並決定適合的類別。

3. 資料與分析系統的對話與調整

在資料分析過程中，研究者發現資料量龐雜，因此需要更精細的類別，再次增加更為細緻的類
別 –小類別，例如「困境 –個別輔導 –受害者」類別中，再次細分為「受害者人際缺損議題」、「受
害者質疑輔導介入」、與「輔導受害者引發反移情議題」等等，如此透過資料與分析系統的對話，
修改並調整出圖 1的分類系統。

圖 1  
輔導教師遭遇關係霸凌事件之輔導困境與策略分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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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實度

對於本研究的信實度，本研究採取三角檢證法進行（潘慧玲，2003；Linclon & Guba, 1985）。
首先，在逐字稿完成後，邀請參與者檢視逐字稿的內容，以確保資料的正確性。其次，在資料分析
時，由主持人和兩位助理研究員組成團隊來進行資料分析，過程中針對兩份逐字稿進行 Kappa一致
性分析，藉以形成分析者之間對資料分析的共識。此外，也在完成初稿後，另外邀請未參與研究訪
談的十位專兼任輔導教師進行同儕審視，針對研究初稿的深入性、完整性、實用性等簡易評量與回
饋（潘慧玲，2003）。閱讀者在七點量表中給予平均 6.33∼ 6.67的評量，惟經驗回饋多已涵蓋在
原有分類中，因此仍以原團體訪談的訪談內容為主。

結果

研究結果依據行文的流暢性，第一部分先呈現關係霸凌事件的介入性輔導困境，第二部分再書
寫介入性輔導策略。在困境和策略之下，又包括關係霸凌辨識、個別輔導與系統合作等次分類（圖
1）。以下說明之：

（一）關係霸凌的介入性輔導困境

1. 關係霸凌辨識困難，難以辨識受害者與加害者

（1）關係霸凌定義與辨識困難。許多輔師提到關係是流動的，不斷行進並持續互動，經常受害者
哭訴被同學排擠，教師介入了解後可能發現兩方已經恢復互動。也有輔師提及，關係霸凌事件缺乏
外顯的攻擊行為，難有明確事證，因此辨識相當困難。例如：

很難定義什麼叫霸凌，我這個受害者常常說「我被霸凌了」⋯⋯當你仔細再跟導師了解當
時的狀況，其實可能是他個人的感受⋯⋯。同學也會跟老師說「我們並沒有要罵他，只是
不想跟他講話，這樣也叫霸凌嗎？」（T01-1-223）

這種「不主動和不喜歡的人當朋友，這是霸凌嗎？」非常令人困惑。T12揭露在大學時收到不
熟悉的同學來信，指控在學生時代受到 T12與同儕的集體霸凌，但她毫無所悉、也全無惡意。因
此，面臨關係霸凌的討論，她困惑「像這樣子的情況，算是關係霸凌嗎？我覺得我不太會定義。」
（T12-2-165）

（2）受害者與加害者互為霸凌循環，難以釐清誰是受害者。其次，輔師指出關係霸凌輔導時，也
常發現：在霸凌事件持續發展下，受害者可能是加害者，而疑似加害者同時可能也是受害者，兩方
相互折磨，也同感痛苦，互為霸凌循環。例如：T01的當事人感受到班級排擠而懼學，家長申訴訓
導處控訴全班霸凌，校方啟動霸凌調查，讓同班同學也感覺受到來自受害者家長和訓導處的壓迫與
攻擊，情感上再無法靠近受害者，以至於受害者申訴後感覺更為孤單。

「在這個衝突當中，媽媽申訴訓導處，訓導處就集合相關的學生予以告誡懲處，處理完之
後這群孩子跟個案有心結了。這群孩子（疑似加害者）也覺得自己很無辜，只要與個案（受
害者）溝通她的問題，她都覺得是別人在欺負她。⋯⋯受害者感覺被班上的同學關係霸凌，
但她也帶給班上很大的壓力，包括導師經常很焦慮地來找我，畏懼媽媽隨時又來學校告
狀。」（T01-1-28）

T13師的當事人也自覺是受害者，宣稱受到排擠和霸凌，但沒有覺察自己語言攻擊他人的人際
議題，僅歸責他人霸凌她，卻看不到她自身所造成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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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女生（受害者）本來也是個『小辣椒』，人家罵她、她就罵回去，所以跟班上男
生就很多你來我往的衝突，跟女生也不合⋯⋯她也不會察覺自己的問題，她認為都是別人
的問題，從不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造成別人的困擾。可是她總是說她被霸凌了！」（T02-1-
41）

2. 個別輔導困境

（1）受害者關係能力受限，輔導介入難以施力。與會輔師提到多種輔導關係霸凌受害者的議題，
茲歸類如次：

a. 受害者人際能力缺損，無力改變自己與因應環境。許多關係霸凌的受害者缺乏人際能力，對
自身破壞人際關係的問題缺乏覺察，他們可能是資源班或特教班的身心弱勢的學生，有時成為被攻
擊的焦點。T16師直言，身心弱勢學生往往因能力不足，以至於受到關係霸凌時無法產生較佳的因
應策略，又因其對自己的內在心理缺乏覺察，導致充滿負面情緒，卻無力改變自己或環境的困境，
讓人既擔心不捨又難以施力。
另一些關係霸凌的受害者傾向將人際互動的挫折歸咎於加害者，卻對自身的行為缺乏覺察，這

些受害者在人際中往往缺少彈性、界線以及社交應變能力，因此長期的處在受害者的位置而不自知。
例如：

「受害者的價值是很單一的⋯⋯他附和老師，做老師交代的事情是沒有錯的，可是他對同
學是命令式的，就覺得『我就是比你厲害，你就是要聽我的。』他的態度和方式是比較不
受歡迎的。」（T07-2-136）

「我請導師安排小天使，剛開始非常好，可是不知道幹嘛，小天使開始又使喚他（受害
者），或不跟他玩。我發現我這個受害者本身有一些不討人喜歡的特質，例如：講話的語
氣太直接。」（T19-4-38）

b. 受害者質疑並抗拒輔導介入。依據目前校內合作的輔導機制，導師依據程序會先轉介受害者
到輔導處室接受輔導，可是這樣的轉介方式也讓受害者感覺不舒服，認為此舉是責備受害者：

「受害者會說『為什麼是我來 ?那些欺負我的人為什麼不需要來輔導室？』我當下會有點
啞口無言，我總不能說他們沒有被轉介出來。」（T02-171）

輔導受害者的另一困境是受害學生不願意導師、輔導教師或家長介入處理其被攻擊甚至霸凌的
狀況，擔心越多「大人」進入，越可能造成反效果： 

「受害者不願意讓家長知道，也不願意我們介入處理，他的認知就是，老師進去處理只會
讓狀況越糟糕，⋯⋯就會覺得說，輔導教師特意進去班級做班級輔導，又講這個議題，那
是不是代表了什麼？」（T14-3-48）

T22、T25兩位輔師均陳述，當他們發現當事人被霸凌想要介入輔導時，孩子卻已經轉學了。

c. 輔導受害者引發輔師的反移情議題。在輔導關係霸凌事件當事人時，輔師也覺察到自身反移
情的影響，例如輔導加害者時，會感受到自身的生氣情緒。而輔導受害者時，輔師有時也會因為感
覺焦慮、不平、無助，急於解決受害者困境，不自覺的驅使受害者改變因應模式，此時反而讓受害
者更無助，形成責備受害者的狀況。例如：

「其實那個被欺負的受害男生，到最後我們反而會對那個男生生氣，今天你已經被人家欺
負成這樣，你卻還默不吭聲⋯⋯。」（T0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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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疑似加害者否認又防衛，難以靠近的輔導困境

a. 具有人際優勢的疑似加害者，否認到底難以討論。多位輔師表示他們較少直接輔導具有明顯
攻擊行為的加害者，這些加害者多被直接送訓導處作行為懲處，以收嚇阻之效。然而，有些具有人
際優勢卻被指涉為加害者的當事人，在被指控時採取否認到底的態度，指責輔師無的放矢、無端介
入。例如：T03表示「加害者經常都是班上的開心果、領導人物，叫他進輔導處，他會覺得說『我
為什麼要被轉介？』（T03-1-161）」T5教師分享處理某一事件的無力感：兩位女同學吵架，同班
許多男生因喜歡加害女生而集體排擠另一位，她與加害者討論時即遇到困難：

「她（加害者）在我面前就表現出一個很清純、可愛、無辜的樣子，說『我沒有呀。』她
說她人緣本來就這麼好，男生喜歡她也沒辦法，她沒有叫男生不要理她（受害者），不是
她指使的。講過一兩次之後，我發覺她（加害者）沒有辦法藉由個別輔導來改變她的。」
（T5-2161）

b. 被指控加害而感覺委屈受傷，升高防衛，拒絕輔導介入。此外，疑似加害者也往往在被指控
時感到受傷，因此升高防衛以保護內在自我，變得防衛、冷漠、拒絕接觸，甚至因此與教師或受害
者的關係變得劍拔弩張，更難介入輔導（例如：T5、T16、T6、T19）。T6教師描述，當她找加害
者來談時的尷尬情境：

「她（加害者）一節課都不願意講話⋯⋯從頭到尾都很冷。她跟我說『老師已經跟我講過
了，沒什麼好講的。』我試著說『我不是要責備你，只是想要了解這事情的經過。』他就
覺得說『沒什麼，事情就這樣，過了就好了。』這種態度，我就說『你現在不想講就不要講，
等你想講的時候，再跟我講。』他從頭到尾一節課都沒有講話。」（T6-2-21）

T27也直陳，霸凌事件發生後每個處室均介入，造成加害者更加排斥：

「我有找他們的領導者來聊，他（帶頭的加害者）說「老師你幹嘛找我來？」「又聊？訓
導主任也聊，導師也聊，每個老師都聊，到底有什麼好講的？」就是彼此間的關係，會變
得很排斥。」（T27-5-76）

綜上所述，輔師個別輔導的困境包括無論加害者或受害者，在接受輔導時的防衛態度，輔導受
害者與疑似加害者的困難，以及有時受害者即加害者的雙重角色，難以介入輔導。

3. 系統合作困境

輔師在團體訪談過程中，提及多種系統合作困境，個別經驗包括與導師、家長、學務處室、特
教等等，限於篇幅，本研究針對較多人提及之與導師和家長的合作困境進行討論。

（1）非授課教師入班輔導的困境。當關係霸凌事件發生時，輔師經常需要進一步瞭解班級狀況或
直接入班進行輔導，然而對於非擔任導師的輔師而言，卻坦言因無法掌握班級動態，貿然介入也可
能造成反效果。例如，T04表示在不明確的狀況下與導師合作介入班級，會讓班級同學更生氣，覺
得「我又沒怎樣，你幹嘛跟老師說」。（T04-2-18）
入班輔導時，許多輔師會讓當事人離開班級，以避免當事人在心理準備不足之下，無法面對班

級同學的意見。T13教師表示「課堂上處理也會有困難，因為當事人在場也不能明講。擔心介入造
成反效果，反而讓受害者處境更難為。」（T13-2-17）

T14直言擔任專輔不授課之後，她覺得反而失去了解學生文化的機會。T16也附和這個想法，
直言授課確實較能拉近與學生的距離，也有助於關係霸凌事件的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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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覺得有上課會有差，就是會跟學生關係比較好，又因為我們是小校，所以基本上
我全部的班都有上過，所以你會知道每一個學生的特質，每一個班的氣氛，我覺得就會比
較好處理。」（T16-3-313）

（2）合作導師霸凌覺察與輔導知能不足的困境。以下說明之：

a. 導師對關係霸凌的覺察不力，錯失輔導介入良機。輔師認同導師的初級輔導對於遏止關係霸
凌的發生具有關鍵的重要性；然而實務工作中，導師對於霸凌的認識、個性特質、輔導知能、與班
級管理技巧呈現極大的差異，也造成關係霸凌事件的介入困難。例如，T01發現有些導師無法理解
關係霸凌的複雜性；T26碰到班級管理混亂的導師；T6的合作導師輔導知能不足，縱容加害者。

「導師一直說他有看到、他知道，但是這位男導師會覺得『就這樣呀 !』或者是『沒有跟
你一起玩，就找別人，你為什麼一定要找他？』」（T12-2-187）

「導師對加害者就有點滿消極的，只要她不違反校規、不太過份，什麼事都讓她去弄。」
（T18-4-16）

「這位男老師在處理女生關係排擠時，好像有點不知道從何下手，他只會說『你們不可以
再做這個事情。』可是他不會問『你們為什麼討厭她（受害者）？』老師不會探討學生心
裡的想法，變成說，老師在的時候學生乖乖的，可是只要老師不在，學生就加倍的奉還。」
（T23-4-111）

b. 合作導師輔導知能不足，甚至提油救火，造成問題更形惡化。有些合作導師輔導知能不足，
其所執行的初級輔導策略可謂提油救火、二度霸凌學生，甚至導師本身就是加害者：

「這個導師加深霸凌事件，運用人際壓力要逼迫受害者成長，『他（受害者）作業不交，
我就是要他交』。」（T14-3-253）

「老師也是幫兇。受害者開始只是犯了點小錯誤，這個導師就把這個錯誤放很大、非常大，
一直針對他、每天叫他出來罰站。另外一位同學跟我說『他完蛋了，我們班導好討厭他。』
然後這孩子越來越有狀況，開始偷錢、行為崩壞。我覺得這個劇本是演出來的，導師在轉
介單上面寫說『請輔導老師確認這孩子腦袋有沒有問題。』可是我跟他談話的時候，發現
他其實是好可愛的一個小男生。」（T07-2-193）

c. 其他導師抗拒因素。此外，部分導師對輔導老師並不友善，期待輔導老師解決班級學生的問
題，卻經常貶低輔導老師的功能。

「有些老師對輔師不是很友善，覺得輔師講的也沒有用。」（T15-3-254）

「我跟老師講話時，那個老師隱隱約約在透露一個訊息是『你那麼資淺，你還跟我講這
些？』的那種感覺。」（T13-3-207）

有幾位輔師分享，學校主管會希望輔師本於專業協助導師提升班級經營能力或輔導知能，然而
受限於角色、合作意願、與校園倫理等因素，要介入導師的班級經營仍有其困難性。

「每個老師的人格特質都不一樣，我能用的，老師不見得能用⋯⋯除非老師主動來跟我諮
商，我才可以跟他討論，但是如果老師不主動⋯⋯會不會我太干涉老師的班級經營？因為
言不正名不順。」（T05-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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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有個難度是，他是資深老師，然後主任、組長都覺得老師需要找心理師聊一聊，
可是問題是，我們擔心那老師面子可能掛不住，會覺得說『我有問題嗎？』。」（T18-4-219）

（3）家長缺乏知能或因過度情緒涉入，造成輔導介入的阻礙。

a. 家長過度保護阻礙輔導介入。發生霸凌事件時，輔師會期待能與家長合作幫助學生，然而家
長成為阻礙輔導介入的因素。T1的當事人在感受到自己被班級排擠後，即藉故請假在家，而家長
也順應要求、未覺察有異，直到數週後發覺。T16家長是外籍配偶，無力輔導孩子的人際關係；而
T18告知家長孩子在校霸凌其他同學時，「家長覺得學校在找碴，不願意跟學校合作，處理起來我
覺得滿棘手的。」（T18-4-10）

「媽媽都護著她（加害者）、覺得女兒並沒有錯，是老師針對她女兒，變成我們很難處
理⋯⋯媽媽覺得學校在找碴，不願意跟學校合作⋯⋯一旦出事，她就會說『那我叫我媽來，
我媽一定挺我。』小孩也知道媽媽會站在他那邊。」（T18-1-12）

b. 家長情緒與行為涉入，聚焦調查咎責造成輔導失焦。家長知悉關係霸凌事件時，不同位置的
家長具有完全不同的觀點，例如：受害者家長憤怒、指責以及要求校方懲處加害者「還其公道」；
同時，加害者家長卻陳述完全不同的視角，例如：質疑校方介入時沒有兼顧公平原則，「我女兒沒
有錯，是學校針對她。」（T18-4-18）或者指責受害者是害群之馬、造成班級教學停滯等等。這些
情緒過激的家長往往因此造成輔師介入的困境：

「媽媽不願意跟我們合作，她堅持『孩子不能利用正課約談，午休他要睡覺。』⋯⋯爸爸
來到學校，就去拍桌說『你們班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女兒。』，結果該班學生後來也討厭這
個受害女生，父母親都捲進去小孩子的事情裡，就變得很複雜。」（T19-4-280）

此外，家長遇到關係霸凌事件時，往往焦點糾纏於「討公道」和「誰對誰錯」，如此一來，孩
子需要在這個人際事件中學習成長的議題反而被忽略了！ T18分享一件她覺得不妥卻身不由己的對
話情境：

「那個會議滿尷尬的，受害者的母親要求跟加害者與她母親，當面一起聊說要對質，我們
主任只好叫我請學生進來，我說『這樣好嗎？』主任說『不然也有點羅生門，因為兩方各
說各話』。」（T18-4-22）

綜上所述，專兼任輔導教師在關係霸凌事件中所呈現的系統合作輔導困境包括與無法敏察狀
況、或過度涉入提油救火的導師和過度情緒涉入的家長，都是輔師在霸凌輔導中常見的困境。

（二）關係霸凌事件介入性輔導策略

1. 接納人際關係的流動特性，謹慎定義「關係霸凌」

數位輔師認為關係霸凌的本質是人際關係，需要注意人際關係本來就是流動的，因此難以辨識
也是正常的。例如 T14認為關係霸凌的本質是關係，而人際關係「它其實是不斷的一直在變動，組
合再拆開、拆開再組合。」（T14-2-63）T21也建議介入關係霸凌時，不要急於認定或論斷對錯：

「有一個困難是說，人際互動那真的是一來一往的，所以的確在一個事件裡面，很難去切
割誰是對的，誰是錯的。」（T21-4-294）

T5也提到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關係霸凌很難明確舉證，被指涉的加害者可能並不知道他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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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人所造成的影響，因此介入時宜採取不批判的態度。T19也認為使用「關係霸凌」一詞，需要
謹慎為之；他認為如果定義為關係霸凌，應該具有攻擊行為，否則應該定義為「關係排擠」。T22
師覺得「關係霸凌不像揍人家一拳，你必須抓很多證據，不然對方會說『我只是⋯⋯，不想跟他
玩。』」（T22-4-274）

2. 個別化輔導策略

（1）以發展觀點提升受害者人際覺察能力。具體策略如下：

a. 協助受害者情緒支持與問題覺察。所有輔師均表示會針對受害者進行個別諮商。在對受害者
進行個別輔導時，多幫忙受害者了解涉入霸凌事件的原因，提供情緒宣洩與支持，覺察自身的人際
議題；他們協助受害者覺察自身行為如何在關係中引發他人的攻擊，以避免他們在人際關係中可能
成為長期的受害者。 

「受害者沒有發現到自己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同學也不願意告訴他，只是不和他互動⋯⋯
透過我這邊去跟他討論，他才比較了解問題是出在自己的態度、語氣。」（T02-1-48）「⋯⋯
他從小到大被霸凌、可能將來到大還是會⋯⋯所以我覺得要讓他知道問題在哪，避免再發
生同樣的狀況。」（T02-1-328）

「我提供一個抱怨的管道，聽受害者說老師怎樣無能、同學怎樣對她。那段時間全班幾乎
都排擠她⋯⋯我觀察到她的模式。就點她說『這樣的關係是你喜歡的嗎？想繼續保持的
嗎？有沒有其他選擇？』」（T05-2-155）

b. 發展健康人際關係的能力。輔師也在諮商關係中提供正向的經驗，幫助當事人提升自我概念，
發展關係的技巧和能力，以獲取較為健康的人際關係。例如：

「我希望可以提升他（受害者）的自我概念，在跟他晤談的時候讓他感覺其實他是有能力
跟別人相處的、互動的，目標是希望他可以主動地跟人建立關係。」（T13-3-211）

T01的當事人因被集體排擠而憤怒受傷，但她也多方攻擊同學，造成同學的憤怒嫌惡。輔師在
提供個別輔導時，則協助她思考反擊行為的後果並修改表達方式：

「除了傾聽，我也會問受害者『還可以怎麼做？』、『你覺得這樣做好嗎？』然後我就慢
慢訓練他『你每次要寫信去罵人的時候，可不可以先拿來給老師看看呀！我幫你修改。』」
（T01-1-114）

然而 T25也提醒與會輔師，帶著幫助受害當事人發展關係能力的目的介入時，需要保持對自身
反移情的覺察，以避免造成責難受害者效應：

「我們在做個別諮商的時候，會很希望受害者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這一塊要處理的
很細緻，不然的話，這一個要為自己負起責任的想法，會不小心弄巧成拙變成都是受害者
的錯。」（T25-6-296）

（2）與疑似加害者建立正向關係，同理動機、鼓勵善用影響力。

a. 同理傾聽，與疑似加害者建立正向連結的關係。數位輔師（例如，T1、T3、T4、T6、T7、
T15、T16、T18、T19）表示，對於這些疑似加害者，輔師的作法是先同理情緒後，再幫助當事人
釐清霸凌行為的界線。例如：

「我會請學務處先處理過後再請加害者過來，我會先同理加害同學們的情緒，了解他們的
想法？觀念上的教育是重要的，讓他們知道這樣子是不對的。」（T0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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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難以介入的疑似加害者，有些輔師會透過看見學生的特性與需求，與學生慢慢建立起正向
的連結關係。T27表示他會先同理加害者的動機與想法，例如，她的當事人是班長，他就同理他為
了班級盡心盡力，以至於對受害者較為嚴厲，如此化解加害者的防衛。因此他認為在介入時，輔師
的角色需要站在一個中立的立場，期待聆聽其內在的想法，如此才能與其工作。例如：

「導師覺得這個加害學生的問題很大，但我就是比較正向的，好好跟他講，例如說他坐在
窗台，我就會好好跟他說『這樣不太好』。你這樣正向對待他，就像是假戲真做，好像慢
慢變得跟真的一樣。」（T27-4-78）

T17輔師分享她如何運用「愛」收服了一位霸凌加害者，這個過程讓她體驗到「關係」對於輔
導的重要性。而與疑似加害者建立正向關係，他也會因為這個正向關係而尊重輔師對於行為界線的
要求。 

b. 借力使力，善用疑似加害者之人際影響力。T11、T13、T17等輔師都分享了善用疑似加害
者的人際影響力，讓他們在班級中扮演正向的人際角色，從中化解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緊張關係。例
如 T11師發現某個學生受到排擠之後，她主動約談加害者，邀請扮演協助受害者轉學適應的角色；
T17則一句話讓同儕動力改變。

「加害者會問我『為什麼找他？』我就說『因為你很有影響力，在班上很棒。』讓他覺得
說，自己是有能力的，可以去幫助別人，我覺得通常這樣講過之後，他們都蠻願意去這樣
做的。」（T11-2-155）

「我們班上有個關係霸凌，有個女生很喜歡模仿另一位女生的裝扮，那個女生就生氣她一
直在模仿她，因此一直整她，把她的講義丟出窗戶外面⋯⋯我跟她講說『你表現得太好了，
讓大家想要把你當偶像一樣崇拜。』從此以後，她就沒有再去盯那一個同學。」（T17-5-
213）

（3）在注意權力差異下進行相關人的關係調解與修復。在關係霸凌的當事人同意的狀況下，輔師
也會協助兩方溝通，以修復關係為前提幫助兩方針對誤解或歧見進行協調。例如 T3輔師曾經處理
過兩造通過網路相互攻擊，互相排擠的狀況，她將兩人找過來，釐清事件、化解爭端。但有些時候，
事件的影響可能相當棘手，例如 T2輔師的案例中，受害者因此懼學、時輟時復但無人知曉，直到
家長發現才經由輔師協助兩人進行溝通並化解僵局。

「受害者都沒講，直到她哭著說不進學校，老師們才知道她在班上的狀況，同學在她桌上
亂寫、故意罵她⋯⋯。原來她因為和原本的好朋友吵架，好友號召同學們不理她⋯⋯可是
後來介入之後，不是很難處理，因為好朋友來談一談，哭一哭之後就好了。」（T2-2-233）

「我會同時幫助是加害者跟被害人去理解、去釐清人際之間的狀況，去告訴他們遇到這種
狀況要怎樣處理，其實我相信表象上是會和解的，至少不會造成日後的延續。」（T6-2-120）

T6案例中，受排擠的當事人對同學漫天扯謊，讓同學很生氣卻又逃避道歉。該事件在班級造成
連鎖效應，班級同學覺得被欺騙，無法原諒不認錯的她。T6鼓勵當事人與班級同學對話，協助彼
此釐清想法，並鼓勵當事人勇敢認錯。T12提醒公開處理之前需要事先做沙盤推演，私底下先跟各
方工作過才能公開討論，可以先在班級找些比較友善的同學擔任「暗樁」，以避免情況失去控制；
此外，如果進行一對多公開對話調解時，應謹慎評估兩方權力的差異，避免二度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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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合作輔導策略

（1）教訓輔特多方分工合作，讓霸凌止步。在介入關係霸凌事件時，輔師與訓導、導師和特教老
師的分工合作最為頻繁。例如：當關係霸凌事件白熱化，學務處介入可以釐清與調查事件真相，針
對加害者或附勢者進行懲處或法治教育。T16師就明確指出訓導處的處罰對於附勢者是有效的，因
為「附勢者擔心被排擠，因此跟著排擠。看見老師介入會有所節制。」（T16-3-195）
如果涉入攻擊事件的學生身份是特教或資源班生，那麼輔師與學校特殊教育教師的合作可以提

升輔導的效能。T2和 T15輔師均提到這個經驗：

「如果受害者比較弱勢的，就會請資源班的老師協助，有些真的是行為、衛生習慣的問題，
先改善本身的問題，再找會攻擊他的同學，再加以訓誡。」（T2-1-58）

（2）提供導師情緒支持，建立諮詢合作關係。與導師的雙師合作是學校輔導工作重要的一環，當
發生關係霸凌事件，導師敏感的覺察與明快的處理，可以有效阻斷關係霸凌的發展。T19輔師形容
他與導師如協力廠商的關係，平時他會與導師建立聊天的關係，從中觀察導師的個人與帶班風格，
當班級發生事件時，他可以很快地提供教師諮詢合作，分享對於學生的觀點或提供介入的策略：

「我會請導師改天撥電話給家長⋯⋯我也會去跟導師分享說『OO（當事人）在團體裏面
有不同的面貌，跟在個別輔導不同的面貌，我們可以怎麼去切入。』我會試著把導師當作
是我的協力廠商，一起去做，因為光靠一個人的力量，其實很有限。」（T19-4-108）

有時遇到難以工作的導師，輔師需要同理與支持導師情緒，並提升系統合作技巧，讓雙師合作
更為流暢。例如：許多導師非主科，對班級了解較少，確實也難以即時處理學生之間的關係排擠、
甚至霸凌問題。T2認為班級出現關係霸凌事件時，導師的角色是衝突的，「要扮黑臉，同時要扮
白臉」，帶著這樣的角度進入合作，會有助於合作；而輔導也認為如果導師層級的初級發展性輔導
工作可以落實，有品質的二級輔導工作方能進展。T16教師分享了他與導師工作的心得，透過看見
導師的工作，讓導師與他同一陣線：

「當導師已經對某個學生有情緒，或是他覺得對這些學生很無力，我們可以說『老師真的
非常的辛苦，如果沒有你的話，他（當事人）現在一定更糟糕，老師要不要稍微簡述一下，
你在他身上做了哪些事情？』然後他就會劈哩啪啦跟你說⋯⋯他就會覺得，你跟他站在同
一陣線。」（T16-3-259）

如果導師可以接收到輔師的肯定，並從中整理導師對學生工作中的亮點，這樣的溝通就不僅僅
是幫助了導師的工作，也間接幫助了學生。

（3）入班進行旁觀者輔導，促進情緒宣洩與同儕間的正向互動。當班級發生關係霸凌事件時，多
數輔師也會與導師合作同時進行入班輔導（例如，T1、T2、T6、T7、T9、T13、T14、T15、T21、
T22、T27），從霸凌行為的辨識、法治的宣導、同理心等角度，協助學生同理被排擠的感受，以及
瞭解霸凌他人的可能後果，此外鼓勵同儕從旁觀者介入角度，及時阻止霸凌的惡化。例如：

「我的對象是七年級，比較可以教導，所以先進去班上做班級輔導，以及同理心的宣導，
再依當事人狀況個別輔導。」（T27-5-78）

此外，對於普遍受到班級排擠的當事人，許多輔師（例如，T6、T7、T15、T17、T26等等）會
在入班輔導中進行團體輔導工作。例如，運用匿名分享活動讓同儕書寫當事人的優缺點，一方面幫
忙當事人了解同學的感受，讓當事人看見仍有同學看見其優勢；一方面也讓班級同學有機會宣洩情
緒。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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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班級同學說『其實我們可以幫助他，讓他變好一點。』我讓班級同學寫下他（受害
者）的缺點跟優點，我看過了之後，有挑幾張去給那個孩子看。」（T15-3-185）

「有些同學會具體說明為什麼不喜歡她（受害者），比如說，同學寫到說她戴耳環感覺很
做作，再來有時候她會罵髒話，其他其實寫的都還不錯。我就告訴她班上還是有同學喜歡
你的。我覺得旁觀者寫的對個案有正面的力量。」（T27-5-84）

T17教師提醒運用上述策略時，有效的關鍵在於事前針對狀況做些設想，如果當事人被全班所
討厭，輔師需要隨機應變，例如自行填入當事人的正向特質，以避免受害者感到更孤單。此外，她
強調借用三級預防的霸凌輔導概念，結合綜合領域輔導科教師或由專輔針對霸凌主題進行巡迴式班
級輔導，平時即強化對弱勢族群的瞭解與同理，如此當有關係霸凌事件發生時，輔師介入時較為順
暢。

（4）強化家長親職功能，保持家校合作管道暢通。具體策略如次：

a. 提供家長心理諮詢或連結資源，強化親職功能。在處理關係霸凌事件時，同時納入家長諮詢、
與家長親師合作也是重要的一環。例如：安排家長接受諮詢，納入家長合作修正孩子的人際行為問
題。

「這學期我們安排家長接受心理師諮詢。在心理師幫忙下，家長也開始有一些配合，媽媽
也有察覺到是自己女兒的問題，但是他不知道要怎樣教這個孩子，媽媽還有部分的自責，
他覺得是自己以前管教這個孩子太過嚴厲，造成孩子很容易因為自卑然後有一些挑剔的行
為。」（T1-1-42）

b. 保持家校聯繫管道暢通，化解可能阻力。T10認為關係霸凌事件中，孩子多僅陳述部分事實，
家長就用自己的方式去拼湊「真實」，如果師長沒有即時溝通，很容易節外生枝，因此輔師可以幫
忙化解家長疑慮，協助家長了解學校輔導工作的目標和進展。

「家長為什麼會這樣？其實孩子在告訴他的時候，只有告訴家長部份的事實，所以家長不
能理解，這樣家長就會想辦法到學校來，或是聯絡其他的家長去搞事情，可是他們看到的
都是片段的。」（T10-2-150）

其他輔師提到在處理關係霸凌事件時，保持家庭與學校聯繫管道的順暢，才能逐步化解可能的
阻力。例如：

「整個的處理方式也讓家長能夠放心，我們是不厭其煩地跟家長說明處理的狀況，隨時報
告，家長跟得到就覺得能夠比較放心。」（T6-2-214）

綜上所述，輔師的系統化介入輔導包括教訓輔三方合作，遏止進一步的霸凌行為，雙師合作讓
導師成為助力，進入班級現場進行全班性質的輔導，以及與家長系統合作等等。

討論

（一）關係霸凌的辨識不易的困境與策略議題

與 Rodkin等人（2015）發現關係攻擊與霸凌在研究和實務上難以截然區分的觀點一致，本研
究輔師咸認為「關係霸凌辨識不易」是輔師最顯著的困境之一，介入關係霸凌的輔師經驗中，不僅
遭受關係霸凌與否常取決於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主觀知覺，就連輔師本身對於「關係霸凌」都難以清
楚界定與辨識。同時，難以辨識的還有加害者和受害者，有時候發現尋求支持和協助的受害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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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解之後才發現在互動中可能造成同儕的身心痛苦；有時候發現受害者指證歷歷的加害者，可能
在受害者指證後成為對方家長緊盯不放卻也深感委曲的受害者。如同參與訪談的 T14輔師所言，關
係霸凌的問題其實是人際關係的問題，而人際關係往往是流動的，而在班級這個互動頻繁、持續變
動又相互影響的人際關係動態脈絡中，似乎很難一刀兩斷地切截成單純的受害者或加害者。
這樣的人際關係現象加上人際關係脈絡，譬如第一線教師辨識能力不足或是「提油救火」讓同

儕的關係更形惡化，抑或是遇到過度情緒涉入、聚焦於調查咎責的家長，這個人際關係的相互拉扯
就可能越加劇烈，相關涉入者都擺盪加害者和受害者的雙重身份角色，受困於人際撕裂與身心痛苦，
甚或造成更嚴重的身心適應問題，從而發生懼學或拒學等人際疏離之途。這樣的現象與過去研究發
現相呼應，涉入關係霸凌的當事人無論是加害者、受害者或旁觀者均承受身心的傷害與壓力，甚至
發生社會和心理適應問題（Crick & Grotpeter, 1995; Crick et al., 2006; Galen & Underwood, 1997; Leff 
et al., 2010）。此外，王櫻芬（2020）的研究也發現，如果青少年對於和同儕的人際關係感到焦慮，
可以預測其學校生活困擾。
然而，從實務工作現場來看，「辨識關係霸凌」似乎較依循傳統問題解決的線性思維，意圖依

據「主觀感受」來定義關係霸凌，或在關係攻擊事件中聚焦於找出所謂的加害與被害者；然而這種
線性的思維，或許有助於決定懲處、「管教」、或依法通報，但對於學生人際關係能力的學習、發
展與輔導上的助益卻極為有限（邱獻輝，2012a；陳祥美等人，2018）。尤其，依據校園霸凌防制
準則（2020），輔師與教職員一樣，在知悉疑似霸凌行為需要進行通報，這樣的規範也使得某些輔
導教師得聚焦於「辨識關係霸凌」，糾結於探究或「調查」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而框限了輔
師的輔導與諮商角色的發揮。再則，依據 Hershcovis（2011）的研究，人際衝突、攻擊和霸凌等行
為雖有嚴重程度的差異，但對於個體身心健康的影響卻是一樣的。因此，研究者認為輔師在面對關
係霸凌事件時，如果能擺脫關係霸凌辨識的糾結，不執著於誰對誰錯、是不是關係霸凌？或是誰是
受害者或加害者，而是回到輔導本質，接納人際關係的流動性，回到涉入者本身的人際關係議題，
協助涉入者發展人際關係的能力與協助他們修復人際關係，那麼當能更妥為發揮輔導者的角色與功
能。

（二）從關係能力發展與修復觀點介入個別化輔導議題

本研究結果發現缺乏關係基礎的輔導教師，因為缺乏與學生互動的關係歷史，在介入關係霸凌
時，遇到較多的困境；而與邱獻輝（2021b）的發現一致，疑似加害者在關係霸凌事件中，傾向於
自我保護因此抗拒輔導的介入；此外，霸凌受害者也質疑輔師介入輔導，感覺尋求協助代表自己在
事件中「有問題」的狀況，也與蔡秀玲與鄧文章（2019）對受害者的研究一致。推估這個現象可能
代表，許多學生擔心自身具有「人際關係問題」，或是過去經驗的創傷，讓他們不再信任家長或
學校教師介入其人際關係，而發現自身或被指稱涉入霸凌行為，可能引發青少年自身的羞愧反應
（Gilbert, 1997），可能是青少年不願意求助的因素之一。
與霸凌輔導的經驗一致（邱獻輝，2012b），本研究也認為輔導教師在輔導霸凌行為人時，需

要運用輔導知能卸除疑似加害者霸凌角色的負向標籤、或重新框架兩造的內在正向人際能力、或理
解並接納家長與導師位置，使之轉化為同盟夥伴等，從建立關係開始才能開啟輔導的關係。當處於
衝突關係的當事人都得以不再被框限於既有的「加害－受害」腳本之中，而在被理解當中卸下防衛，
進而增加修復彼此關係的可能性，也因此消解了關係霸凌這個事件的心理衝擊。例如，T16、T2針
對疑似加害者在事件發展之初，即運用關係的技巧，引導其發揮人際影響力促進班級和諧，或者重
新框架受害者與加害者的關係，改變加害者對事件的看法，則可能防範於先，將事件導入正面的方
向。
而在受害者個別諮商的部分，本研究與張曉佩（2013）、王櫻芬等人（2019）均發現：在諮商

中對案主的傾聽、尊重、情緒支持和同理是建立關係的基礎；此外，協助案主修正和瞭解互動中他
人的觀點、助其發展人際技巧、改善生活習慣、重建人際關係等等均為具有成效的策略。而王櫻芬
等人（2019）也發現當青少年案主能體驗到對輔導人員的信任和親密感，在諮商中的行為表現也會
有所改變，並調整在諮商室外與其他人的互動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策略都著重在人際關係能
力的發展與修復，這種輔導取向與Putallaz等人（2007）、Merrell等人（2006）、以及Leff等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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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關係霸凌的觀點雷同，均認為輔導重點在於發展學生利他關懷、正向的人際關係、有效處理衝
突與情緒管理等關係能力。
我們也發現，少數輔師會在當事人同意下，採用同儕調解的方式讓涉入關係霸凌輔導的雙方進

行對話，從他們的經驗中可以發現，即時對話溝通兩造的想法與感受，常能有助於當事人的關係的
修復。這種鼓勵涉入當事人和同儕彼此「對話」以促進相互了解與學習的輔導策略，與運用修復
式正義取向介入霸凌行為的精神相仿（施俊良等人，2017；陳祥美等人，2018；Stinchcomb et al., 
2006），均主張運用修復式實踐（restorative practice）或修復式取向（restorative approach）協助解
決教育現場的人際衝突，呼籲運用對話、和解、關係修復取向，修復關係的衝突或傷害；也呼應杜
淑芬（2017）的主張，人際衝突的調解與修復可以促進人際關係的學習，並預防更嚴重的人際霸凌
議題，因此學校教師與家長宜看重班級或學校內發生關係衝突或關係霸凌，並視之為「教育」實踐
的機會，以幫助辨識孩子的發展議題，得以協助其發展人生所需的能力。

（三）雙師合作與班級輔導困境與策略議題

關係霸凌發生的學校場域多在班級當中，因此與教師和班級同儕的合作，營造班級成為友善
的人際環境，讓關係霸凌無法在環境中繼續滋長，是防制關係霸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杜淑芬，
2013）。不僅加入教師／導師在輔導工作中是我國學校三級輔導WISER模式的特色（王麗斐、杜
淑芬，2017；杜淑芬，2013）；過去的研究也一再地發現，學校氣氛、師生連結與關係霸凌事件的
發生與處理具有密切的關係（Elsaesser et al., 2013; Luckner & Pianta, 2011; Weyns et al., 2017）。然而，
從本研究與邱珍婉與張麗麗（2012）、邱獻輝（2012b）、江宛真（2019）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仿，均
發現與導師系統合作進行關係霸凌輔導時，卻是重重困境。本研究的合作困境包括導師輔導知能不
足，無法及時辨識霸凌行為的發生；導師提油救火，涉入學生間的霸凌行為，或是遭遇對輔導沒有
信心、卻不願意接受輔師諮詢的教師等等都是。
本研究部分輔師也分享他們與導師的正向合作經驗，透過同理導師在班級中「既扮白臉、又要

扮黑臉」的困境，適時肯定導師在學生輔導中的角色，從旁提供教師可行的策略，並與導師合作進
行入班的班級輔導，這些工作經驗也提供輔師如何納入教師 /導師於關係霸凌輔導工作、幫助學生
的有效策略。這與 Borow（1966）倡議學校輔導人員不宜過度重視在諮商室中的個別輔導工作，而
需要瞭解自身的工作可以成為「環境和人類情境的催化者」的觀點一致。其中一項倡議工作即是透
過教師諮詢來協助學校輔導工作團隊，特別是導師，消極層次是解決現有問題與預防未來問題，而
積極層次在於創造友善的環境，協助學生關係能力的發展（杜淑芬，2018；邱獻輝，2012b；曾雅蘋、
杜淑芬，2020）。從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學校輔導生態系統的合作良莠，必然影響關係霸凌的介入
輔導成效，這也是未來可行的研究方向。
此外，本研究輔師遇到關係霸凌事件時，也經常採用入班針對同儕旁觀者進行輔導，這個取向

與關係霸凌輔導重視旁觀者介入的方向相似（杜淑芬，2013），他們在班級輔導中，幫助同儕宣洩
情緒、降低對當事人的敵意、激發同儕對當事人的同理心與利他行為，這樣的介入方向也與西方的
預防性輔導方案的方向一致，都強調發展對人的關心與正向人際關係（Leff et al., 2010; Merrell et al., 
2006）。本研究輔師也提及，入班輔導的困境在於輔師需在沒有關係基礎的狀況下進入不熟悉的班
級進行旁觀者輔導，有時可能引發學生的排拒。因此，他們建議入班輔導的重點仍在於初級預防的
宣導，以與班級建立關係，並藉以阻止霸凌的惡化。本研究也發現曾經或目前授課的兼任輔導教師，
反而透過結合輔導活動課程或已經建立的關係基礎悄然的進行人際輔導，並達到一定的成效。這樣
的結果說明「信任的關係」仍是介入關係霸凌輔導工作的基礎（張曉佩，2013）。此外，在我國輔
導系統趨向於專業化，兼任輔導教師逐步退場並以專任輔導教師取代之的趨勢之下，專輔教師如何
有效超越限制，推動關係霸凌的輔導工作，是專業化進程必須面對的挑戰。研究者認為在這個狀況
下，學校輔導室可以積極整合專任輔導教師、導師和授課的輔導活動科課程，推動全校性的關係霸
凌輔導工作網絡，讓三級輔導工作互相銜接、相輔相成（王麗斐、杜淑芬，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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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校溝通合作困境與策略議題

本研究發現在關係霸凌事件中，面對學生家長的情緒與行為涉入是系統合作另一大困境，這
與江宛真（2019）、李英姿（2019）、與邱獻輝（2012b）等人對於霸凌事件的研究一致。此外，
過去研究一再顯示親職教養、手足競爭與兒童青少年關係霸凌的關係（Cullerton-Sen et al., 2008; 
Kokkinos & Voulgaridou, 2017; Ostrov et al., 2006），這些研究提醒輔師在與家長工作時，需要注意
家長與涉入者的親子關係與孩子在學校涉入霸凌行為的關係。在關係霸凌事件時，家長通常從片面
資訊中論斷他人與教師，若干家長在情緒涉入下施壓學校、教師和同學，而學校各處室的做法也常
不一致，輔師需要在這些狀況下找出可以工作的途徑，殊為不易。對於家長干預涉入霸凌孩子接受
進一步輔導的現象，目前法令仍有許多模糊的空間，雖然學生輔導法（2014）第六條明示學校應視
學生身心需要提供三級輔導，同時第 21條規定家長應負相對應參與輔導之責任，學校也應知會相
關輔導訊息。也就是說，當學生涉入關係霸凌而致可能的身心危機時，學校需要提供心理輔導，但
同時需要在知會家長的情況下進行。由於這樣的模糊性，邱獻輝（2012b）與陳祥美等人（2018）
均建議在校規中加入矯正諮商作為懲處的規範之一，以便在專業與家長干預之間找到可以支撐的法
理依據。即便有法律的支撐，在家長不同意下提供學生心理輔導，不僅有違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5），也造成學生的抗拒與日後與家長系統合作的困境。耑此，研究者
建議學校輔導團隊仍需要排除萬難，一如本研究輔師分享的策略，當輔師可以理解家長遭遇孩子霸
凌問題時內心的衝擊，同理家長、給予其情緒支持，並在事件處理過程中與家長保持聯繫，保持家
校合作的暢通，提供家長諮詢以協助親職教養功能等等；即使對於情緒過度涉入的家長，這些工
作都能讓輔導工作的衝擊減到最小，提高家校合作的可能性，並發揮最大的輔導效能（杜淑芬，
2013）。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針對關係霸凌這一項特定的霸凌行為進行探究，了解在關係霸凌事件的輔導工作中，輔
導教師經常遇見的困境與策略。研究結果發現，關係霸凌的辨識問題，即是影響輔導教師進入輔導
現場的第一道關卡。不僅關係衝突或霸凌難以區分，事件中的當事人經常互為加害者或受害人，或
陷入霸凌循環難以釐清的議題。在當事人的輔導部分，受害者本身人際關係能力不足、質疑或抗拒
輔導介入或改變不僅造成介入困境也引發輔師反移情情緒議題，而有人際優勢的加害者否認到底、
或疑似加害者升高防衛抗拒輔導，以及「受害者即加害者」的雙重角色等議題都是輔導介入的障礙；
此外，在與系統合作時，合作導師對於關係霸凌的覺察低、對於解決學生關係衝突的輔導知能不足、
及許多導師抗拒被協助等，都是雙師合作的障礙；而家長過度情緒介入導致事件的複雜化，則是本
研究與其他霸凌研究一致的發現。然而，本研究也發現，輔師面對關係霸凌時，首要態度是接納人
際關係流動的特性，捐棄辨識調查角色，回歸輔導本質。在個別輔導時，無論針對加害者或受害者，
重要策略包括提供當事人理解與情緒支持，與之建立情感的連結，使處於衝突關係的角色都得在被
理解當中卸下防衛，進而增加修復彼此關係的可能性，這種人際修復觀點與近年來呼籲修復性正義
的精神相仿。而在系統合作時，採取教訓輔特多方合作、入班進行旁觀者輔導、並與導師和家長合
作，理解並接納家長與導師的位置，提供合作諮詢，以達到幫助涉入霸凌事件學生的目標，則與我
國推動學校輔導系統WISER的模式一致，透過系統合作達成介入性輔導的目標。

（二）建議

1. 擱置辨識觀點，接納人際關係流動特性，回歸輔導本質

本研究發現輔師在關係霸凌事件中，常受困於辨識的困境，使得輔導工作失焦；因此建議輔師
在進行關係霸凌輔導時，接納班級學生人際關係變動特性，回歸輔導本質，堅守學校輔導教師的本
職，將焦點放在學生的關係困境，幫助他們發展或修復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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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能力發展與關係修復取向介入的關係霸凌輔導

輔導關係霸凌的當事人時，無論受害者或加害者，都呈現難以信任他人或人際能力不足的人際
關係困境，因此本研究建議輔師在進行關係霸凌輔導時，能秉持能力發展與關係修復的取向，將重
點放在促進當事人人際關係的發展，或催化人際對話、衝突解決、關係修復等方向，不僅有助於同
儕與班級發生衝突時的關係修復工作，也有助於相關當事人與班級發展人際關係的能力，而這恰好
是青少年人格與人際關係發展不可或缺的能力。

3. 強化輔師系統合作諮詢能力

本研究顯示在關係霸凌的輔導中，與導師或家長合作或提供諮詢，是關係霸凌輔導必要的策略
之一，當然也是輔師的困境。因此，輔師若能發揮學校諮詢的功能，協助導師或家長發揮其角色或
功能，當能更有效的幫助涉入關係霸凌事件的當事人與旁觀的班級同儕。因此，研究者建議在專業
培育或訓練中，強化輔師學校系統合作與學校諮詢能力，包括針對教師，提升其霸凌辨識、班級經
營、與霸凌輔導能力，以營造支持性的人際環境，藉以避免關係霸凌的滋生（杜淑芬，2013）。而
對於家長，可以強化輔師與家長的溝通協調能力，轉介家長接受親職諮詢或必要時提供家長親職諮
詢的能力，這些都是關係霸凌輔導之系統合作不可或缺的。

4. 設立區域性關係霸凌輔導資源與諮詢中心

從本研究中可以發現，輔師有時會卡在關係霸凌辨識的困境中，或者與教師系統合作時（例如
T05、T22），即使學校主管期待輔師提供教師諮詢，輔師也因考量教師意願與資歷而無法介入。上
述研究結果顯示，關係霸凌的辨識有其困難，即使受過相當訓練的學校輔導人員也可能陷入辨識的
困局，因此，教育當局如能成立區域性的霸凌輔導諮詢與諮詢中心，延攬專家學者提供學校霸凌輔
導的諮詢，當有助於累積霸凌輔導的本土化知識，並提供學校輔導即時的援助。
最後，研究者認為本研究有以下限制：首先，本研究係透過團體訪談了解國中關係霸凌輔導現

況，基於每個團體參與者個人經驗的差異，團體訪談的焦點和訪談時間受到限縮，因此難以深入個
別的議題，未來可以針對某些特定議題作較為深入的探究。例如，本研究發現學校輔導生態系統的
合作氛圍、輔師與班級的熟悉程度均會影響關係霸凌的介入，未來可以進一步加以檢視；其次，本
次單一學校有九位輔師參與訪談，類似這樣個經驗實屬難得，可以深入分析此一學校輔師與他校輔
師關係霸凌輔導經驗的差異情形為何？另外，鑑於關係霸凌的影響深遠、辨識與介入不易之特性，
未來可以針對具成效關係霸凌輔導成功經驗的探究，透過成功經驗的分享，讓輔導教師得以增能，
而關係霸凌的學校輔導工作可以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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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al bullying is a prevalent phenomenon that is commonly observed among peers in schools, particularly middle 
schools. The victims of relational bullying are affected by sever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roblems; moreover, these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 problems continue to affect them in subsequent phases of their lives. Studies have revealed an 
association between reductions in school bullying incidents and the presence of teachers who are sensitive to relational problems 
and capable of providing competent class management as well as positive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and praise to 
students. Preventive programs that emphasiz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mpathy, prosocial behaviors, emotional 
management, and interpersonal social skills were demonstrated to be effective in reducing relational aggression.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interventions and counseling provided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bullying events and discovered that school 
counselors mostly worked with victims through individual and group counseling; however, these studies have also sugges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eacher–parent collaborations to stop bullying. Purpose: This study explored counselors’ difficulties and 
strategies when they intervene in relational bullying incidents in schools. Method: In total, 27 school counselors (comprising 22 
females and 5 male counselors) were interviewed in a group setting. The participants had an average age of 34.5 years and an 
average of 8.31 and 5.59 years of teaching and counseling experience, respectively. They all had experiences of intervening in 
relational bullying incidents, with 11.1%, 18.9%, 51.8%, and 14.8% of them having intervened in one, two, three, and four 
incidents, respectively.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and a group interview lasting 2 to 3 h was conducted for 
each group. The guidelines for the group interviews comprised four items, namely (i) relational intervention experience (i.e., 
sharing of experiences in intervening in students’ relational bullying incidents), (ii) identification experience (i.e., how incidents 
were identified or confirmed as relational bullying incidents), (iii) strategies (i.e., sharing of intervening strategies applied to 
involved students [instigators and victims], bystanders, and other individuals in response to the occurrence of incidents), and (iv) 
difficulties (i.e., sharing of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when intervening in incidents and the methods used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Data analysis was conducted in the form of template analysis, and the draft of the first group was used to establish 
the initial category template, after which the categories were amended or revised per the data generated during the analysis. The 
kappa coefficient for the raters was determined to be .84 after two rounds of adjustments. A group of 10 school counselors were 
invited to evaluate the draft’s credibility, completeness, closeness, and applicability; on a 7-point scale, the raters gave scores 
ranging from 6.33 to 6.67. Result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counselors who intervened in relational aggression incidents 
were as follows: (i) Difficulties in identifying relational bullying: The counselors reported that they felt constrained and 
confused when they had to identify the roles of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relational bullying incidents. An involved student 
might claim that he or she felt ostracized by his or her classmates even though no one had acted aggressively against them,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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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might have been the instigator. In other cases, students might have repeatedly acted aggressively against each other but still 
claim that they were bullied. (ii) Difficulties in conducting individual counseling: The counselors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in 
aiding victim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lacked social skills and were resistant to change and those who resisted counseling 
because they felt that they were being blamed. Furthermore, a few counselors were also concerned that their countertransference 
might hurt the involved students because of the frustrations that they experienced when interacting with stubborn victims. 
Another challenge was counseling bullies; these instigators had interpersonal advantages and general adopted the avoidant 
strategy of denial. Some accused instigators also claimed that they felt hurt and became defensive during counseling sessions. 
(iii) Difficulties in establishing systematic collaboration: First, the counselors reported that they conducted group counseling 
with the involved classes but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because they had no previous experiences of interacting with these classes. 
Second, collaboration with homeroom teachers was another challenge because many of these teachers lacked the skills to 
identify relational bullying in their classes and provide guidance in response to relational bullying incidents; in some cases, the 
situation was made worse by the use of inappropriate interventional strategies. Moreover, working with parents could be a 
complex matter; occasionally, these parents were overprotective or too emotional involved in their children’s relational 
problems. Some parents also insisted on verifying the actual roles of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an incident; thus, they neglecte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involved students. The strategic component of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n integrated 
interventional strategy that incorporated both individual and systematic interventions was optimal for addressing relational 
aggression events involving relational bullying incidents. The counselors reported that they were able to alleviate the students’ 
trauma when they set aside the concept of identifying the instigator or investigating the incident and accepted the volatile natur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adolescents. When providing counseling to clients who were victims, a counselor 
empathized and respected a client’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the incidents and devoted their efforts toward assisting client’s 
interpersonal skills’ development and relational restoration with peers. The counselors revealed that empathic listening and 
rapport relationships were especially important when working with aggressors; also, if a teacher, possibly with the help of a 
counselor, could make good use of aggressors’ interpersonal power, the whole class would have benefited from this effort. In 
addition, a counselor could apply mediation to resolve conflicts if agreement could be reached between both parties. When 
intervening in bullying incidents, counselors reported that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trategy was a team-based one that involved 
homeroom teachers, heads of discipline, an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Counselors could establish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homeroom teachers when they could provide emotional support to these teachers who were coping with problematic 
relational bullying incidents in their classes. Most counselors conducted group counseling to release tension in a class, 
implementing antibullying psychoeducation programs, and promoting empathic understanding for victims with special needs 
(such as autistic or hyperactive students). When working with difficult parents in relational bullying incidents, the counselors 
revealed that empathizing with parents was the general practice because these parents often received biased information from 
their children. The counselors worked with parents by maintaining continual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providing the 
parents with consultation services using multiple resources, or implementing these two measures simultaneously. Although 
enforced counseling was recommended for inclusion in school rules as a legislative means of ensuring involved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counseling when their parents or guardians are resistant to providing consent,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counselors must overcome multiple types of difficulties and gain the support of parents or guardians to achieve optimal 
counseling effectiveness. Conclusion/Suggestion: First, both individualized and systematic interventional strategies must be 
applied for relational bullying incidents. Second, although role identification is essential for preparing mandatory reports, school 
counselors should focus on the human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a counselor rather than those of an investigator when intervening 
in bullying incidents. Therefore, we recommend that school counselors concentrate on the relationship traumas of the involved 
students and aid them in developing their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restoring their relationships. Furthermore, school counselors 
must improve their systematic collaboration and consultation abilities to work with teachers and parents when intervening in 
such incidents. Finally, we recomme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 to provide consultation services to 
school counselors and staff when they encounter relational bullying incidents because they often consider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vention as problems. 

Keywords: bullying intervention, relational aggression, relational bullying, counseling strategies, 
counseling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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